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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沱江流域是四川盆地中部人类与水土资源发生相互作用最为频繁的区域，近年来，流域人口增长迅

速、经济发展快速、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该区域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采用单位土地利

用类型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值法和排污系数法，分别对沱江流域 28 个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污染负荷进

行了估算，揭示了两者在空间上的匹配关系，以期为流域水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设提供建议。结果表明：(1)沱江流

域污染物排放量中 COD 排放最多，TP排放最少，COD、NH3-N、TN 和 TP 污染负荷的最大值分别为 71067.51、11108.76、

21320.08 和 3073.99t。流域污染负荷的分布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上游污染负荷较小，中游污染负荷较大，下游

污染负荷相对于中游较低。(2)流域 4 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上游具有较大的供给型、调

节型、支持型和文化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

布格局极为相似。(3)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与污染负荷的空间匹配性差异显著，其差异性较大值出现在流域的中

下游，需要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有效的污染负荷削减方案，改善流域水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此，流

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关系研究，不仅加深了生态系统服务与污染负荷间关系的理解，而且丰富了

流域水环境生态管理的研究案例，也为流域水环境质量管理和生态建设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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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中流域生态系统给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人

类在利用水资源的同时，排入河流的过度污染负荷扰乱了维持生态系统循环的水流过程，改变了流域的生态环境[1]。流域污染负

荷评估是识别流域污染控制优先区域的重要手段，也是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关键技术支持[2,3,4]。污染负荷评估方法主要包括输出系

数法、分布式模型法、污染分割法、降雨量差值法等[5,6,7,8,9]。输出系数应用较为广泛，其计算原理简单，所需水文水力基础参数

少，又具一定的精度，适合估算大中尺度流域面源污染的年负荷量，同时，该方法结合多元统计方法(如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

和相关性分析)和 GIS 空间可视化技术，揭示流域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为水环境质量空间变化的内在机理分析提供了数据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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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形成的、用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与效用，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

的所有收益，主要包括供给型(产水服务、粮食生产)、调节型(水土保持、水质净化)、支持型(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型(娱乐文化)

生态系统服务
[10,11,12]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表明，水土资源结构变化的改变是导致流域生态系统类型转变和格局变化的重要

因素，也是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直接动力。水土资源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水土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

地域分异规律和可持续性发[13,14,15]。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制图能够揭示流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异

质性，为辅助决策者童工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依据。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生态单元，当前面临着生态、环境、经济和社

会发展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流域生态系统系统与居民在承受过度污染负荷排放时，迫切需要通过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

减缓污染负荷过度排放。因此，沱江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关系解析研究从生态和水环境两方面探索流域生态

系统服务和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热点区域，为流域水土资源的可持续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沱江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流域面积约为 27860km2,主要包括 28 个区(县)是四川省工业城市比较集中的河流，随着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沱江水质状况不容乐观[16]。2016 年四川省环境公报显示，沱江流域水质总体较差，其中，流域

成都段和泸州段水质均处于劣Ⅲ类。先前关于沱江流域的研究多仅集中于污染负荷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未将流域污染

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运用到流域水环境生态保护管理中去[17,18,19,20]。如何维持流域污染负荷排放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友好互动，量化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为流域水环境管理发展与突破的关键。因此，本文以沱

江流域为研究区域，开展流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揭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流域生态环境

影响的作用机理，提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约束条件，发展适用于沱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确保流域生态

系统健康及生态安全。 

1 研究区域概况 

沱江流域(103.68°E～105.76°E,28.87°N～31.70°N)位于四川省中东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 1200mm,年径流量

351×108m3,其中岷江补给约占 33.4%(图 1)。流域行政区域上主要包括了成都市、德阳市、资阳市、眉山市、内江市、自贡市、

泸州市 7个市级行政单位的 28个区(县)级行政单元(图 2)[17]。沱江全长 712km,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有岷山、龙门山、

龙泉山等山脉，地势较为平坦。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根据沱江流域的水系分布特征、地形地貌特点和县(区)行政单元的

完整性，将沱江流域划分为上(源头至金堂赵镇)、中(金堂至内江)和下(内江至河口)游。该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农田、林

地和建设用地为主，分别约占整个区域的78%、15%和 4%。境内人口比较集中，且工业和农业发达，截止 2016 年为止，流域内总

人口为 1921.06 万人(农村人口为：974.61 万人，城市人口为：968.49万人),GDP 为 267.19万元，人均 GDP 达 52571.29元/人，

增长了近 5倍，经济发展迅速。 

 



 

 3 

图 1沱江流域地理空间分布图层 

 

图 2沱江流域自然-社会-经济因子空间分布图层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分别选取 2015 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 2016 年的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估

算流域污染负荷。本研究所需的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均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和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index.html);数字高程模型，来源于 30m精度的ASTERGDEM 数据和

90m 精度的 SRTM数据；研究区域边界及区(县)行政单元图层，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 

index.html);研究流域所涉及的 28个区(县)的《2016年四川省农业统计年鉴》和《2016 四川统计年鉴》,来源于国家网络公开

数据及当地政府公开出版年鉴；2016 年的工业污染源排放量，来源于四川省生态环境研究院。 

2.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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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沱江流域研究背景以及意义，拟采用排污系数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和空间分析方

法，从生态系统供需视角出发对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本研究采用排污系数法对沱江流域 2016 年 28 个县(市、区)的各污染源污染负荷(COD、NH3-N、TN、TP)进行估算，基于

沱江流域的实地调研和对该流域的研究基础，该流域污染源非点源污染源主要包括畜禽养殖污染源、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源、农村

生活污染源、农田固废类污染源、农田径流污染源、城市径流污染源，点源污染源主要包括城镇生活污染源和工业点源[21]。排污

系数的确定通过参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和文献检索法确定[22],各污染源污染负荷入河量的详细计算信息如

表 1所示。 

表 1各污染源污染负荷计算方法及相关参数的确定 

污

染

源 

污染负荷计算公式 参数选择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源 

畜禽养殖污染负荷=畜禽粪便排泄

系数×畜禽饲养量×畜禽粪便中污

染物平均含量×畜禽粪便污染物流

失率+畜禽尿液排泄系数×畜禽饲

养量×畜禽尿液中污染物平均含量

×畜禽尿液污染物流失率 

本次估算采用原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畜禽排泄系数进行估算，畜禽粪便流失率的确

定依据的研究[23];畜禽粪便和尿液排泄系数和畜禽尿液、粪便中各污染物平均含量

来源于原国家环保总局文件《关于减免家禽业排污费等有关问题对的通知》 

农

村

生

活

污

染

源 

农村生活污染负荷=人均产物系数

×人数×入河系数 

参考《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指南》和《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

南》,COD、NH3-N、TN 和 TP的人均产污系数分别取为40、4、5和 0.7g/人·d;另

外，根据《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指导意见》(环发[2005]185号)及沱江流域农村

居民住宅区与周围水体的距离，确定农村污水入河系数取0.3[24]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污

染

源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负荷=农村人口

总数×人均垃圾产生量×垃圾渗滤

液中污染物平均含量×入河系数 

农村人均产生生活垃圾约为 0.31kg/d,每吨积存生活垃圾的 COD、NH3-N、TN 和 TP

释放负荷分别为 55、8.1、14 和 2.8kg,入河系数取0.20[25] 

农

田

固

废

农田固废污染负荷=作物产量×作

物秸秆固废产量比×农作物固废污

染物含量×秸秆养分流失率×产污

系数 

沱江流域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油料(花生、油菜)的秸秆粮食比分别取

为 0.97、1.03、1.37、1.71、0.61 和 2.26;秸秆养分流失率和产污系数取自前人

相关的研究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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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污

染

源 

农

田

径

流

污

染

源 

 

其中，L为农田地表径流的污染物排放量；ɑi为修正后农田源强系数，Si入河系

数，Fi耕地面积，标准农田源强系数为 COD150kg/hm2·a,NH3-

N30kg/hm2·a,TN51kg/hm2·a,TP6.9kg/hm2·年；结合沱江流域地形、气象和农田

用地类型等实际情况分别取坡度修正系数为 1.2、农作物类型修正系数(水田为

1.5、旱地为1.0)、化肥使用量修正系数为 1.1、降水量修正系数为 1.1、土壤修

正系数为 1.0;入河系数取 0.05[28] 

城

市

径

流

污

染

源 

城市径流污染负荷=城镇建设用地

面积×年均连续降雨量大于 10mm

的频次×径流中污染物浓度 

城镇径流中 COD、NH3-N、TN、TP 浓度分别为 302.79、1.71、15.99、1.67mg/L[29];

沱江流域年均续降雨量大于 10mm的频次取为24次；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来自于前文

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图层中建筑用地面积的统计 

城

镇

生

活

污

染

源 

城镇生活污染物量=人均产污系数

×人数×入河系数 

根据《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指导意见》和沱江流域各市区居民住宅区与周围水体

的距离，COD、NH3-N、TN 和 TP 的人均产污系数分别取为 75、5、9和 1.2g/人·d;

城镇污水入河系数取 0.9(城镇生活污染源的污染负荷部分在生活污水厂处理后，

以点源的形式排出，该部分数据由四川省生态环境研究院提供；剩余部分城镇生活

污染源的污染负荷以非点源排放) 

工

业

污

染

源 

—— 由四川省生态环境研究院提供 

 

(2)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键是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值，本文基于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估算[1,2]和

我国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表[30,31],并结合沱江流域实际情况，确定食物生产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等价于当年平均粮

食单产市场价值的 1/7[32,33],得到沱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 2)。然后以区(县)行政区域为生态

系统服务的管理单元，在 GIS 平台下，将栅格尺度生态系统服务和价值与乡镇行政边界进行精确叠加，采用区域统计分析，将栅

格尺度生态系统服务和价值转化到区(县)行政单元，得到各区(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 2沱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hm-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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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 

类型 
气体调节 气候调节 水源涵养 

土壤形成 

与保护 
废物处理 

生物多样 

性保护 
食物生产 原材料 娱乐文化 

农田 913.12 1625.34 1095.74 2666.3 2995.02 1296.62 1826.23 182.62 18.26 

林地 6391.81 4930.82 5843.94 7122.3 2392.36 5953.51 182.62 4748.2 2337.57 

草地 1460.98 1643.61 1460.98 3561.15 2392.36 1990.59 547.87 91.31 73.05 

水体 0 840.07 37218.57 18.26 33200.86 4547.31 182.62 18.26 7925.84 

建设用地 0 0 54.79 36.52 18.26 620.92 18.26 0 18.26 

未利用土地 0 0 54.79 36.52 18.26 620.92 18.26 0 18.26 

 

沱江流域各类土地利用的生态服务价值、各生态服务功能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及其总的生态服务价值的主要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SVk,ESV 和 ESVf分别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k 的生态服务价值，总的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类型 f 的价值；Ak是

土地利用类型 k 的面积(公顷);VCk代表土地利用类型 k 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元·hm
-2
a
-1
)和 VCkf是土地利用类型 k具有生态

服务功能类型 f的价值(元·hm-2a-1)。 

(3)为了进一步揭示污染负荷(COD、NH3-N、TN、TP)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调节型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文化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计算各污染负荷和各生

态系统服务类型间的相关系数[34]。同时，采用 GeoDA 中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在表征生态系统服务与污染负荷间的相关性，还能揭

示空间分布匹配性[35]。此外，根据前人对流域水环境功能和生态系统功能评价的研究[36,37,38,39],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分别将各类

型流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降维处理，并求出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综合得分，并将其归一化，用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归一化值减去流域污染负荷的归一化值，从而得到两者的空间匹配关系。 

3 结果 

3.1 流域各污染负荷空间分布 

沱江流域污染物排放量中 COD 排放最多，TP排放最少，NH3-N和 TN 介于两者之间，COD、NH3-N、TN 和 TP 污染负荷的最大值

分别为 71067.51、11108.76、21320.08 和 3073.99t(图 3)。沱江流域各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沱江上游污染负荷较小，

中游污染负荷较大。COD、NH3-N、TN 和 TP污染负荷最大值均主要出现在中游的简阳市、仁寿县、雁江区、资中县和安岳县。 

3.2 流域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 

根据沱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本研究计算了整个区域和 28 个区县的供给型(食物生产、



 

 7 

原材料)、调节型(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废物处理)、支持型(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型(娱乐文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流域整体上看，耕地和林地提供了该区域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这与较广的耕地和林地分布面积有

关，分别约占流域面积的78%和 14%(表 3)。农田、林地、水体、草地和建设用地提供的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24.02×10
9
、

14.12×109、3.45×109、0.47×109和 0.076×109元。未利用土地提供的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小，为 24.02×109元，这与该种

土地利用类型分布面积较少有关。林地提供的气体调节和原材料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这与林地提供的气体调节单位面积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6391.81 元·hm-2·a-1)和原材料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4748.2 元·hm-2·a-1)有关，其余各种类型的较高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由耕地提供。 

 

图 3沱江流域污染负荷空间分布图层 

表 3沱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0
9
元)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 

农田 林地 草地 水体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气体调节 1.74 2.26 0.05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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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调节 3.09 1.75 0.059 0.035 0 0 

水源涵养 2.09 2.07 0.052 1.53 0.0054 0.00015 

土壤形成与保护 5.08 2.52 0.13 0.00075 0.0036 0.000099 

废物处理 5.70 0.85 0.085 1.36 0.0018 0.000049 

生物多样性保护 2.47 2.11 0.071 0.19 0.061 0.0017 

食物生产 3.48 0.065 0.020 0.0075 0.0018 0.000049 

原材料 0.35 1.68 0.0033 0.00075 0 0 

娱乐文化 0.035 0.83 0.0026 0.33 0.0018 0.000049 

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 3.82 1.75 0.023 0.0083 0.0018 0.000049 

调节型生态系统服务 12.62 6.92 0.25 2.93 0.0072 0.00020 

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 7.54 4.63 0.20 0.19 0.065 0.0018 

文化型生态系统服务 0.035 0.83 0.0026 0.33 0.0018 0.000049 

总生态系统服务 24.02 14.12 0.47 3.45 0.076 0.0021 

 

为了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实现流域生态保护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分别量化了沱江流域各区县供给型、

调节型、支持型和文化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4)。4 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4 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较大值均包括上游的绵竹市和彭州区，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较大值出现在流域中游的简阳市和仁

寿县，此外，资中县的供给型和调节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这也与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是以耕地为主有关。新都区和青白

江区的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较小，市中区、贡井区和自流井区也一直是较低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布区。 

3.3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空间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计算各污染负荷和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间的相关系数的结果如表 4 所示。各污染负荷与供给

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较大，其次为调节型和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较小，尤其是 NH3-N和 TP

污染负荷与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高达 0.703。因为供给型生态系统系统服务与各污染负荷的相关性较高，以及各污染负

荷空间分布的相似性，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与 COD、NH3-N负荷的空间相关(NH3-N、TN 和 TP 负荷与供给型生

态系统服务的空间相关性相似)(图 5)。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和 COD 污染负荷在简阳县、仁寿县、雁江区、资中县和安岳县都处

于高值水平，且该高值的分布对以上 5 个区(县)的相邻区域也有较大的影响，而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低值和 COD 污染负荷高值

出现在乐至县。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和 COD 污染负荷在自流井区都处于低值水平。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和 NH3-N 污染负荷在仁寿

县、雁江区、资中县和安岳县都处于高值水平，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低值和 NH3-N 污染负荷高值也出现在乐至县，供给型生态系

统服务和 NH3-N 污染负荷在自流井区都处于低值水平。 

根据沱江流域 28个区县的 4种污染负荷和 4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求出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综合得分，并将其归一化，得到沱江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归一化值及其差值空间相关分布图层(图 6)。流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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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较大的区域主要包括绵竹市、彭州市和简阳市，而流域污染负荷较大的区域主要包括简阳市、仁寿县、雁江区、资中县

和安岳县。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较低的区域主要包括青白江区和市中区，而流域污染负荷较低的区域主要包括青白江区、市中区、

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和自流井区。沱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归一化值的高值区域主要包括仁寿县和雁江区，该区域

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和污染服务在空间上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而沱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归一化低值与污染负荷的归一化高值

出现在乐至县。按自然断点法将沱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归一化值间的差值划分为五大类，绵竹市、什邡市和彭州市生

态系统服务远高于污染负荷，龙泉驿区、简阳市、威远县、大安区、沿滩区和自流井区生态系统服务较高于污染负荷。沱江流域

东南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小于污染负荷，尤其是安岳县，其差值达到-0.68。 

 

图 4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图层 

表 4沱江流域各污染负荷与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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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负荷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 调节型生态系统服务 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 文化型生态系统服务 

COD 0.696** 0.666** 0.606** 0.155 

NH3-N 0.703** 0.672** 0.616** 0.172 

TN 0.698** 0.667** 0.609** 0.163 

TP 0.703** 0.672** 0.615** 0.171 

 

注：**p<0.01. 

 

图 5沱江流域污染负荷与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空间相关性分布图层 

4 讨论 

4.1 流域污染负荷空间分布特征 

如果想要维持人类活动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友好互动，流域污染负荷空间分布成为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关键
[31,40]

。沱江

流域成都段彭州市、都江堰市和金堂县地表水资源量均较丰富，彭州市、新都区地下水资源量相对丰富，流域中下游地表水资源

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均相对匮乏[5]。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沱江流域上游地区的湔江、蒲阳河、青白江及其相应点位水

质相对较好，以 II沱江流域类为主；中游地区的毗河、西江河、长流河上的相应点位水质最差，基本上以劣 V类为主；下游地

区(以沱江干流为主)的相应点位水质以 IV 应点类为主
[18]
。此外，沱江流域总人口占四川总人口的 30%以上，平均人口密度是全

国平均人口密度的 5倍多，巨大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和高强度的自然资源开发，导致该流域水环境功能退化异常严重，水质严重超

标，水质污染来源为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业污染等[16]。由于各区县自然(降雨和地形)和社会-经济(城市和农业人口、粮食和

经济作物产量)驱动因子，沱江流域各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沱江上游污染负荷较小，中游污染负荷较大(图 3)。沱江

上游 4种污染负荷均较小，这与该区域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等因素有关，流域源头地势较高、贮有丰富的地下水源、土地利用类型

为林地，导致产生的污染负荷较小。除源头外，虽然上游其它区域地势较为平坦且土地利用类型为建设用地，但该区域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设施较为完善，大大降低了污染负荷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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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沱江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归一化值及其差值空间相关分布图层 

沱江中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流缓和、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工农业活动集中而频繁(图 2)。由于吸纳了中

游两岸的化工、机械和造纸等行业的工业废水、沿岸场镇生活污水和流域两岸农村面源污染，造成了中游的水质重度污染[19]。区

域大部分农村没有污水管网和垃圾处理系统，大部分都直接排入河道，造成地表水严重污染，特别是，简阳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严重不足，其乡镇收集处理率仅为 13.1%。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城镇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排放的生活污水导致

了负荷不断增加。沱江流域中段遍布着规模不等的畜禽以及大量散养农户，其产生的废弃物排放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

接排放，相对应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也没有配套跟上，给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该区域域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过大，含磷量大的畜

禽粪便、农药化肥等污染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河流，造成雨季河流流量增加，总磷超标更严重的原因。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到城市

打工、就业，到了农耕季节返乡选择雨季前后施用氮、磷肥，再加上农田没有保护性缓冲截留措施，形成降雨径流后直接进入地

表水体中，或者下渗形成壤中流排放地表水体，成为导致该段地表水氮、磷污染程度恶化的主要原因。沱桥下游污染负荷相对于

中游较低，表明内江至河口段没有重大排污口，对沱江水质影响不大,但沿岸污水收集管网系统有待改善，加强对难以进入污水

收集管网的污水排放管理[20]。 

根据排污系数法计算出的来自于各污染源的 4 种污染负荷空间分布计算结果可知，城镇集中区及工农业集中的区域的污染

情况较为严重，表明该区域是以消耗流域自然资源和污染水环境质量为代价来维持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更深层次地揭示

该区域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较大。针对以上污染排放较为严重的区域，应该采取有效的减排措施提高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功

能，首先，流域范围内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率较低，且现有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尚不能满足流域污水处理需求。因此，将该

区域工业排污口出水进行收集或新建集中处理设施，可有利削减局部区域的点源污染。其次，农田径流污染对 TN 和 TP 的污染

负荷产生影响较大，对于减少农田对地表水的环境造成的非点源污染而言，农田的TN和 TP 排放是主要控制对象。最后，沱江流

域畜禽养殖对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影响比较大，对农户散养畜禽进行集中养殖，建设清洁畜禽养殖小区，从而集中处理畜禽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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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畜禽粪便进行集中利用，实现粪便的资源化，制作有机肥料是削减畜禽养殖污染负荷的有效方法。 

4.2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特征 

上游的绵竹市和彭州区位于龙门山南麓，坡度较陡，海拔较高，林地面积分布较广有关，人类活动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较小，

生态状况较好[17](图 4)。林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不仅包括林产品、生物资源及旅游资源，也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候

调节、气体调节、水质净化等方面的功能[32,41]。近年来，成都市政府规划了沱江上游龙泉山脉生态旅游功能区，提出了实现龙泉

山脉丘陵山区“山山见绿、川川见水”等保持水土资源的目标，迄今为止，该区域已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500km2。同时，在缺

水丘陵区开展“集雨节灌”“山丘区抗旱能力提升”、“百湖工程”、“龙泉山植绿”等工程建设，既解决了丘陵山区农业生产

用水问题，又实现了治山治水、维护生态水保的效果，显著地提高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较大值出现在流域中游的简阳市和仁寿县，这与该区县较广的耕地面积和政策

因素有关。该区域水热条件好，地势平坦，降雨量丰富，适合农作物的种植，所以该区域的农作物生产的价值较高。另外，由于

该区域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农业和果园业发展较快，使得人类活动对土地景观的影响加大，又大大地增加了该区域的供给型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
[17]
。该区域隶属的市级财政大量投入补助资金，通过修建库、塘、池、沉沙凼及沟渠来收集利用雨水，同时理顺

了坡面水系，配合农业结构调整，种植林草等，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增加了调节型和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此外，资中县

的供给型和调节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这也与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是以耕地为主有关。该区域城镇化率在自贡市甚至整

个沱江流域都处于较低水平，城市建成区面积较小，人类活动对土地景观的影响较小，生态状况良好，导致以上 2种类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较高。 

新都区和青白江区的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较小，这与该区域的区位优势和政策因素有关。依托于成

都迅速发展的优势，新都区是成德绵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地处成都城市发展北中轴线上，包括新都智能家居产业城、智能物流

产业园和新都现代交通产业功能区三大主导产业功能区，是“蓉欧快铁”和“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青白江区是国家“一

五”时期规划建设的西南第一个工业区，是四川省重要的冶金、建材和机械制造基地，也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铁路物流枢纽。市中

区、贡井区和自流井区也一直是较低供给型、调节型、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布区，这是因为该区域区县面积小，且几乎

全为建成区，是内江市的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生态用地面积小，所以导致以上区域 3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整个沱江流域的

最低值。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极为相似，表明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对总

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将其作为认知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窗口”,实现沱江流域复杂人地

系统问题的简化。 

4.3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的空间相互作用关系 

沱江流域各污染负荷与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体相关性较高，尤其是供给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的相关性达到

最大值，表明沱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消耗流域生态系统提供的供给型、调节型和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为代价，造成水环境

质量严重降低(表 4和图 5)。沱江流域水环境质量下降既有年均径流量减少导致生态基流减少自然因素的原因，也有点源污染源

包括涉磷企业及城镇生活和面源污染源包括农村生活、畜禽养殖及农田径流等人为因素的原因，其中人为因素对流域水环境质

量的影响更为强烈。沱江流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建成区快速扩张，经济方式多样化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例

如化学、酿酒、制糖等工业生活废水的乱排滥放，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脆弱等环境问题愈发明显，损害了生态系统提供服

务的功能，生态环境遭受着一定的风险，对沱江流域水环境生态系统的管理刻不容缓。 

沱江流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的空间匹配较差，前者较大值主要出现在绵竹市、彭州市和简阳市，后者较大值

出现在简阳市、仁寿县、雁江区、资中县和安岳县(图 6)。其中，简阳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较高主要是因为该区域拥有较广泛

的耕地面积和区县面积有关，农业活动主要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较高，造成河流水环境严重污染，故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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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也是污染负荷较大的区域[18]。青白江区和市中区的生态系统服务较低主要是因为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为主，商

业活动频繁，城市建成区扩张迅速，且具有完善的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故该区县也是污染负荷较低的区域。绵竹市、什

邡市和彭州市生态系统服务高于污染负荷，表明该区域为流域下游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气候调

节等。同时，该区域为保护河流水环境与水资源安全牺牲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应该根据不同区段得生态特征和水环境污染

严重程度，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缓解该区域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矛盾[33]。 

龙泉驿区、简阳市、威远县、大安区、沿滩区和自流井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较高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这与区县面积、城镇

发展速率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庞大的城市人口及其污染排放是导致旌阳区、广汉市和新都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失衡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沱江流域东南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小于需求，尤其是安岳县(-0.68),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该

区域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为流域农业和城镇集中地，人为活动最为剧烈，污染负荷值较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低。因此，

沱江流域城市化进程速度过快，污染物负荷削减能力较低，流域污染治理等人为调控作用薄弱，去存量能力不足，对污染负荷削

减量的需求较大。为了维持沱江流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该流域急需挖掘污染负荷的削减空间，加大人为调控能力，提升污染负

荷削减能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流域生产和生活的污染物处理，将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辅助手段处理人为调控无法解决的

剩余污染排放问题，进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功能。 

4.4 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关系研究的完善 

当前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共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下，沱江流域社会经济呈一体化发

展趋势，亟需从环境学和生态学角度制定配套的流域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方案，以维持该区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性。本研究量化了来自于各污染源污染负荷和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揭示了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空间作用关系，其相关研究结果调和了在流域水环境管理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保护间的矛盾。较之当前国内

外相关研究多侧重于从污染负荷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单一视觉进行流域水环境管理对策措施探讨，本研究从生态系统

服务供需平衡的角度综合分析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作用关系，为有效地构建流域水环境管理方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也是对基于地理学-环境学-生态学交叉学科的流域人类活动与水环境关系的具象化表征。 

受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限制，本研究计算的流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是以区县为基本计算单元，但由

于沱江流域各县(区、市)的土地总面积相差甚大，由此得出的各区县污染负荷和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相差也较大，忽略了区县内部

自然-人口-经济驱动因子的空间分异性，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采用分辨率更高的计算单元，例如乡镇和流域水文响应单元。

另外，本文仅从涉及到水土资源结构变化的两个指标(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去定量刻画其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虽然

也考虑了部分来自城市径流污染源种的大气污染排放，但受数据本身的可获取性和空间分辨率限制，未能将其他方面大气污染

监测数据集成到本研究中，后续研究应采用高精度的空间插值技术将高分辨率的大气污染监测数据耦合到流域环境生态综合管

理中去。最后，本文只考虑了某特定年份下的污染负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两者间空间匹配关系，属于静态研究，未考

虑自然-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污染负荷匹配关系的时空变化

特征，以发展的理念推进流域水环境的可持续管理。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排污系数法和单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值法，定量刻画了流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和两者间的空间匹配关系，揭示了人类活动对流域水环境生态的影响程度，为流域水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法。 

(1)流域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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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流域污染物排放量中 COD 排放最多，TP排放最少，COD、NH3-N、TN 和 TP污染负荷的最大值分别为71067.51、11108.76、

21320.08 和 3073.99t。沱江上游污染负荷较小，中游污染负荷较大，下游污染负荷相对于中游较低，COD、NH3-N、TN 和 TP污染

负荷最大值均主要出现在中游的简阳市、仁寿县、雁江区、资中县和安岳县。该结果表明城镇集中区及工农业集中的区域的污染

情况较为严重，应该采取有效的减排措施提高流域水环境功能。 

(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特征： 

4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较大值均包括上游的绵竹市和彭州区，这与该区域良好的生态位势有关。供给型、调节型、支

持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较大值出现在流域中游的简阳市和仁寿县，这与该区县较广的耕地面积和政策因素有关。总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极为相似，表明支持型生态系统服务对流域总生态系统服务的

空间分布特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3)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空间匹配： 

沱江流域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匹配差异性明显，上有的绵竹市、什邡市和彭州市生态系统服务远高于污染负荷，中

下游的龙泉驿区、简阳市、威远县、大安区、沿滩区和自流井区生态系统服务较高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沱江流域东南区域的生

态系统服务小于污染负荷，尤其是安岳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与流域污染负荷之间的差值达到-0.68。流域水环境生态管理与保护政

策和措施的制定需要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提出有效的污染负荷削减方案，进而改善流域水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

匹配差异显著的现状。因此，本研究探讨污染负荷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作用关系，可为促进流域污染负荷和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转向流域水环境生态管理规划实践提供参考，同时对当前正成为热点问题的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流域水环境生

态安全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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